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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法立法的完善 

——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苏彩霞 

 

    摘要：我国刑法惩治腐败犯罪的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基本相适应，但也存在着若干罪名欠

缺、贿赂犯罪构成要件过窄、贪污、挪用犯罪对象范围过窄等缺陷。为履行国际公约义务，保持与《联合

国反腐败公约》的协调，我国惩治腐败犯罪的刑法立法应作相应完善，如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

组织官员行贿罪与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增设影响力交易罪，扩大贿赂犯罪的构成要

件，扩大贪污挪用罪的犯罪对象。 

    关键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銆€刑法銆€ 腐败犯罪銆€銆€立法完善 

     

     

     

     

    一、国际合作惩治腐败犯罪的必要性及其反腐立法 

     

    腐败问题一直都危害着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法治。2001年联合国曾发表了一

份关于全球腐败问题的报告，警告各国“政府的腐败每年都要使全世界损失大约6000亿美元的资金。这意

味着每天当我们送走夕阳的时候，世界上的腐败官员就又卷走近17亿美元。全世界的190多个国家中，每个

国家都有一些人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收取贿赂或佣金。”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的政治交

往和经济交往日益密切，人员流动日益频繁与自由，腐败犯罪也日益呈现跨国、跨地区的特点，并出现了

全球化的趋势。这种趋势表现在：一是腐败分子纷纷出逃国外。据有关方面的不完全统计，有超过4000名

中国贪官潜逃海外。 二是腐败资金全球流动。据世界银行初步统计，全世界每年共有2万亿美元腐败资金

进行跨国流动。 腐败问题的全球化发展，使各国单一行动的反腐斗争成效不彰，全球化了的腐败需要全球

化的反腐行动。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打击腐败不能画地为牢，而必须把全球各国力量都调动起来，通

过国际合作来预防与打击腐败犯罪。 

    2000年12月通过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下简称《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首次

涉及到了腐败行为的刑事定罪，被看作是国际社会开始合作打击腐败犯罪的利好消息。 由于《打击有组织

犯罪公约》侧重于打击跨国的有组织犯罪，不能适应国际社会合作打击日趋严重的腐败犯罪的形势需要。

鉴此，联合国在通过《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同时，专门成立了起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

《反腐公约》）的特设委员会。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2003年10月31日联合国第58次大会就正式通过了

《反败公约》。如此快速的国际立法行动，在国际公约的制定历史上十分罕见，反映了各国通过国际合作

预防与打击腐败犯罪要求的一致性和迫切性。 

    《反腐公约》在第三章“定罪和执法”中专门用8个条文分别规定了9种腐败犯罪，主要包括贿赂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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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犯罪、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公职人员贪污犯罪、公职人员挪用财产犯

罪、影响力交易罪、滥用职权罪、资产非法增加罪、私营部门内的贿赂罪、私营部门内的侵吞财产罪。  

    综观这8个条文的具体规定，《反腐公约》对腐败犯罪的定罪立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惩罚的主体范围广泛。《反腐公约》规定的9种腐败犯罪，其犯罪主体从国家公职人员到私营部

门的人员，从本国公职人员到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足见其范围之广泛，反映了《反腐公

约》打击各类人员腐败犯罪的决心。 

    其二，包括的客观行为方式多样。《反腐公约》规定的9种腐败犯罪，其行为方式不仅包括传统的贪

污、挪用、贿赂等腐败方式，而且包括新型的影响力交易行为、资产非法增加行为，体现了《反腐公约》

全方位打击腐败犯罪的意图。 

    其三，涉及的犯罪对象广泛。《反腐公约》规定：公职人员贪污、挪用犯罪的对象不仅包括公共资

金、公共证券，而且包括因职务而受托的任何财产，如私人资金、私人证券或其他任何贵重物品；贿赂犯

罪的对象不仅包括传统意义的财物、财产性利益，更包括一切不正当好处，如性服务、安排子女就学等。

这表明《反腐公约》重在强调腐败犯罪以权谋利、权利交易的腐败特征，至于所涉及的财产本身性质则在

其次。 

    其四，强制性条款与任择性条款的并存。在《反腐公约》的定罪条款中，强制性条款与任择性条款始

终是并存的。如对于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犯罪，《反腐公约》第15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必要的立

法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均应当”三字就足以表明规定在本国刑法中规定贿

赂本国公职人员犯罪是各缔约国的强制性义务。类似的强制性条款还见诸第16条（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

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第17条（公职人员贪污、挪用或者以其他类似方式侵犯财产）、第18条（影响力交

易）、第21条（私营部门内的贿赂）。与此同时，《反腐公约》在第19条（滥用职权犯罪）、第20条（资

产非法增加）、第22条（私营部门内的侵吞财产）采取了任择性条款。如第20条规定：“在不违背本国宪

法和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述故意实施

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资产非法增加，即公职人员的资产显著增加，而本人无法以其合法收入作出合理解

释。”据此，在国内法中规定资产非法增加罪，并非各缔约国必须履行的义务，而是根据各缔约国的宪法

与法律基本原则考虑履行的义务。强制性条款与任择性条款并列规定在《反腐公约》关于腐败犯罪的定罪

条款，使《反腐公约》得以被各方达成协议而加以接受，反映了国际公约本身的妥协性。 

     

    二、惩治腐败犯罪的国际与国内立法之比较 

     

    我国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了《反腐公约》，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批准加入该公约，届时我国将承

担履行《反腐公约》的国际义务。如何使我国惩治腐败犯罪的刑法立法与《反腐公约》保持协调一致，就

成为我国当前刑法界应予思考的问题。 

    与《反腐公约》相比，应该说我国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的规

定基本上是与之相适应的。这体现在： 

    在罪名上，《刑法》第382条规定的贪污罪、第384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对应于《反腐公约》的第17

条；第395条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应于《反腐公约》第20条规定的资产非法增加罪；第271条规定

的职务侵占罪、第272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对应于《反腐公约》第22条规定的私营部门内的侵吞财产；第

163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与《反腐公约》第21条的私

营部门内的贿赂相对应；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对应于公约第19条的滥用职权；第385条规定的受贿

罪、第389条规定的行贿罪对应于《反腐公约》第15条的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罪。 

    在犯罪构成上，我国《刑法》中上述罪名的构成要件也基本与《反腐公约》中相应罪名的构成要件相

当。 

    在法人犯罪上，《反腐公约》第26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符合其法律原则的必要措施，确定

法人参与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应当承担的责任”，我国《刑法》也规定了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对

单位行贿罪。 

    然而，我国《刑法》与《反腐公约》关于腐败犯罪的规定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其一，若干罪名在《刑法》中尚付阙如。《反腐公约》第16条规定了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

员受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反观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

工作人员，这仅指在我国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而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



贿以及对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的行为，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反腐公约》第18条

还规定了影响力交易罪，尽管影响力交易罪中对公职人员的行贿和公职人员的受贿行为可以被我国刑法中

的行贿罪和受贿罪所包括，但对于具有影响力的其他人（如公职人员的近亲属）的行贿和受贿行为，我国

《刑法》中却没有与之相应的罪名。可见，《反腐公约》中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贿

罪、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影响力交易罪在我国《刑法》中均付阙如。 

    其二，我国《刑法》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与《反腐公约》相比，失之过窄，不能适应构建打击贿赂犯

罪严密法网的国际形势。详言之，表现如下： 

    《刑法》中贿赂犯罪的犯罪主体范围比《反腐公约》要窄。《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

国家工作人员，即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受上述单位委

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而对

于公务，我国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就是指对公共事务带有管理性质的活动，公务活动具有管理性、职权性

的特征。《反腐公约》规定的贿赂犯罪的主体是公职人员。按照《反腐公约》第2条对“公职人员”的解

释，公职人员包括：（1）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在缔约国中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

的任何人员，无论长期或者临时，计酬或者不计酬，也无论该人的资历如何；（2）依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

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

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其他人员；（3）缔约国本国法律中界定为“公职人员”的任何其他人员。可

见，《反腐公约》中作为受贿罪主体的公职人员，不仅包括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从事管理性、职权性公

务活动的人员，还包括我国《刑法》没有规定的在公共机构履行公共职能或提供公共服务的的人员，其范

围远远大于我国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刑法》中贿赂的范围比《反腐公约》要窄。我国《刑法》规定贿赂的范围就是“财物”，目前我国

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将“财物”一致解释为有形的财物和无形的财产性利益，但不包括能满足人的其他需

要的非财产性利益，如安排子女就学、提供性服务等在我国均不能构成贿赂。而根据公约第15条、第16

条、第21条的规定，贿赂就是“不正当好处”。这里的“不正当”是对“好处”的修饰，是基于贿赂行为

而做出的评价。而“好处”则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好处”就是能满足人的需要的利益，包括财物和

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如安排子女就学、就业、性服务等。由此可见，公约中贿赂罪的“贿

赂”范围远远大于我国刑法中的贿赂犯罪。 

    《刑法》中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范围比《反腐公约》要窄。我国《刑法》规定受贿罪的客观要件有三：

即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反腐公约》第15条规定的本国公职人员受贿罪

客观要件有二：索取或收受贿赂，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的条件。这里的“以作为其在执行

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的条件”，与我国刑法中的“利用职务便利”相当。但我国《刑法》中的受贿罪的客

观要件与公约相比，多附加了一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限制条件。可见，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的客观

要件比《反腐公约》中公职人员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范围要窄。 

    其三，我国《刑法》中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与《反腐公约》相比，失之过窄，不能适应惩

治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实际需要。根据我国《刑法》第382条、第384条的规定，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

犯罪对象是公共财物、公款。而《反腐公约》第17条规定的公职人员贪污、挪用罪的对象可以是“因职务

而受托的任何财产、公共资金、私人资金、公共证券、私人证券或者其他任何贵重物品”。可见，公约对

公职人员贪污、挪用罪的犯罪对象没有所有权性质的限制，只要是因职务而受托的财产，不管是公共财产

还是私人财产，均可以成为公职人员贪污、挪用罪的犯罪对象。 

     

    三、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法立法的完善 

    銆€銆€ 

    1．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与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 

    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中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贿赂犯罪，是有其必要性与合理

性的： 

    首先，它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要求与表现。如前所述，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

贿罪与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6条规定的犯罪，《反腐公约》明确

要求各缔约国在国内法应当将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贿赂行为规定为犯罪，这属于强制性条

款。我国已经签署了该公约，一旦批准加入《反腐公约》，我国《刑法》因此也承担了履行国际公约、与

国际公约保持协调一致的义务。这种义务就要求我国刑法增设目前尚未规定的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

组织官员行贿罪和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 



    其次，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有利于规范我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的行为，

保持和维护我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形象，表明我国政府同国际贿赂犯罪作斗争的态度和决心。随着经济

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以及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公司、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活动将会越来越积极和频

繁，不排除有些公司、企业为了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

官员行贿，这些行为将会极损害我国公司、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良好形象，破坏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秩

序，同时催生了国际腐败现象的发生，而这些行为在我国《刑法》中却无法处罚。因而，增设对外国公职

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无疑可以规范中国公司、企业的贸易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秩序，同

时表明我国政府向国际贿赂犯罪作斗争的决心。 

    复次，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有利于我国顺利与国际社会顺利进行国际刑事

司法协助与合作，特别是在我国公司向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的场合，有利于我国司法机

关向受贿的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追回赃款。 

    最后，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可以有效地解决我国目前对外国公职人员、国

际公共组织官员在我国境内收受贿赂的行为无法处罚的局面，从而制裁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

在我国境内的腐败行为，维护我国刑法的权威与尊严。  

    然而，我国《刑法》应如何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与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

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呢？ 

    一种方案是通过立法解释对《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作扩大解释，将国家工作人员扩大解释为

包括外国公职人员，并将其中的国有单位扩大解释为包括国际公共机构。另一种方案是通过立法来增设单

独的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与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笔者认为，

前一种方案不足取之，因为在任何国家的国内法中，“国家”一词都是指本国而言的，而不可能解释为包

括外国，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能扩大解释为包括外国公职人员。《反腐公约》在第2条中分别解释了“公职人

员”与“外国公职人员”含义，可见，《反腐公约》中的“公职人员”也是仅指缔约国本国的公职人员，

而不包括外国公职人员。在国外立法例中，也是把本国公职人员贿赂罪与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

员贿赂罪分别独立规定的。如，《瑞士刑法典》第322条b－e都规定的是贿赂瑞士公务员犯罪，第322条f规

定的则是贿赂外国公务员罪。《法国刑法典》第433－1条、第433－2条规定的是针对法国本国公职人员的

行贿罪与受贿罪，第435－1条、第435－2条则分别规定了欧洲共同体公务员、欧盟成员国公务员、欧洲共

同体机构的公务员受贿罪与向欧洲共同体公务员、欧盟成员国公务员、欧洲共同体机构的公务员行贿罪，

第435－3条规定了向欧盟成员国之外的其他外国人员或欧洲共同体机构之外的国际公共组织的人员行贿

罪。 

    笔者认为，应通过立法来分别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与外国公职人员、国际

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条文设计上可参照《反腐公约》的规定，初步设想为： 

    銆€銆€第××条銆€给予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不正当好处，以使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

不作为的，处…… 

    第××条銆€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收受不正当好处的，处…… 

    本法所称的外国公职人员是指外国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

务的任何人员，以及为外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行使公共职能的任何人员。 

    本法所称的国际公共组织官员是指在国际公共组织中行使公共职能的人员以及经此种组织授权代表该

组织行事的任何人员。 

    2．增设影响力交易罪 

    根据《反腐公约》第18条的规定，影响力交易罪的“影响力”包括两类：一类是公职人员的影响力，

即公职人员因一定的职务关系所具有的影响能力，如上级对下级的影响力、某一职能部门的公职人员对有

业务往来的另一职能部门公职人员的横向影响力；另一类是其他人员的影响力，即公职人员以外的其他人

因其与公职人员具有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老同事关系而具有的影响力。我国《刑法》中没有

规定影响力交易罪。《反腐公约》中的公职人员利用其影响力受贿的行为，相当于我国《刑法》中的斡旋

受贿，可用受贿罪中斡旋受贿的情形来定罪量刑；《反腐公约》中的向公职人员给予好处以使其滥用影响

力的行为，在我国《刑法》中可直接以行贿罪定罪处罚。对于其他人员利用其对公职人员的特殊影响力而

受贿的行为以及为使其他人员滥用其影响力而给予好处的行为，在我国《刑法》中却没有规定。如离退休

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他对老同事、老下级、老部属的影响力来收受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的妻子儿女在国家

工作人员不知情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来收受贿赂，因我国刑法均无规定，实践中均作为无罪处理。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应增设影响力交易罪。首先，这是《反腐公约》对缔约国义务的要求。我国既然



签署了并准备加入《反腐公约》，就应当在国内刑法中体现公约的要求。其次，这也是迎合国际反腐大趋

势所需要的。国际社会反腐败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各国的反腐斗争也不断加强，国际社会不仅要求预防和

打击公职人员本身的贿赂行为，而且还要求预防和打击那些对公职人员施加影响的贿赂行为。我国刑法没

有把其他人员利用其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如亲属关系、朋友关系）而受贿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不

符合国际社会反腐的大形势。并且，国外立法例上也多有影响力交易犯罪的规定。例如，《西班牙刑法

典》在第19集第5章贿赂之后，第6章就规定了对公务员施加影响犯罪。其第428条规定：“当局或者公务员

对其他公务员或者当局施加影响，利用后者职务或者其他源于其人际关系或者官职等级的地位，达成能直

接或者间接为前者或者为他人谋取经济利益的决议的，处6个月以上1年以下徒刑。”第429条规定：“私人

对某公务员施加影响，利用后者职务或者其他源于其人际关系或者官职等级的地位，达成能直接或者间接

为其或者为他人谋取经济利益的决议的，处6个月以上1年以下徒刑。”第430条规定：“因提供以上两条的

行为而向他人索要礼品、赠品或者其他酬劳，接受承诺的，处6个月以上1年以下徒刑。“再如，《法国刑

法典》第433－2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直接或间接索要或接受任何好处，以滥用其实际或设定的影响，企

图从权力机关或公共行政部门获得区别于他人的利益的，处5年监禁并处罚金。”第2款规定：“顺从前款

所指之索要，或者无权但直接或间接提议奉送、许诺、赠礼、馈赠或其他任何好处，以图某人滥用其实际

或设定之影响，图谋从权力机关或公共行政部门获得区别于他人的利益的，处相同刑罚。” 

    笔者认为，因为利用公职人员的影响力进行利权交易在我国刑法中已有行贿罪与受贿罪中的斡旋受贿

加以规制，我国刑法在参照《反腐公约》增设影响力交易罪时，应注意将公约中关于公职人员的影响力交

易部分剔除掉。具体而言，我国刑法中的影响力交易罪可初步设计为： 

    给予非国家工作人员不正当好处，以使其滥用其实际影响力或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以便为自己或他

人从行政部门或公共机关获得不正当好处的，处…… 

    非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或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滥用本人实际影响力或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而为

他人从行政部门或公共机关获得不正当好处的条件的，处…… 

    3．扩大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 

    其一，扩大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根据《刑法》第93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依照法律从事公务

的人员，而公务是指具有管理性、职权性特征的国家事务活动。如前所述，《反腐公约》中的“公职人

员”不仅包括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司法职务的人员，还包括履行公共职能或提供公共服务的人

员，其范围远远大于我国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反腐公约》所要求的以受贿罪来处罚履行公共职能或提

供公共服务的人员收受贿赂的情况，在我国刑法中却无从体现。 

    对此，笔者认为，应参照《反腐公约》关于公职人员的定义，在《刑法》总则中修改国家工作人员的

概念，使之不仅包括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而且包括依法在公共机构、公营企业中履行公共职能或提

供公共服务的人员。这样，在公共机构或公营企业中履行公共职能、提供公共服务的这类人员利用职务便

利，收受贿赂、侵吞财物或挪用资金的，就可以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处罚。这一修改，既是我国

履行公约义务，尽量使国内法与国际公约协调一致的表现，又是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我国当前正处于社

会转型时期，部门的分化，第三部门的兴起，公共服务主体的扩大，导致近年来非公务性受贿愈演愈烈，

而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的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仅指从事公务的人员，没有包括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难

以涵盖许多新出现的社会危害较大的提供公共服务人员受贿的情况，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修改国家工作人

员的定义，扩大其范围，就可以解决上述提供公共服务人员受贿无法处罚的局面。此外，在国外立法例

上，也是将从事公共服务的人受贿的，作为公职人员受贿罪来处理。如《意大利刑法典》第317条（索贿）

规定：“公务员或受委托从事公共服务的人员，滥用其身份或者权力，强迫或诱使他人非法地向自己或第

三人给予钱款或其他利益的，或者强迫或诱使他人非法承诺给予钱款或其他利益的，处以4年至12年有期徒

刑。”第321条（对行贿者的刑罚）规定：“第318条第一款、第319条、第319－2、第319条－3以及与第

318条和第319条相联系的第320条规定的刑罚，也适用于向公务员或受委托从事公共服务的人员给予或者许

诺给予钱款或其他利益的人。” 

    其二，将贿赂的范围由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扩大到一切好处。首先，这一修改是我国刑法与国际接轨，

履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与《反腐败公约》义务的表现。其次，这一修改，符合贿赂罪的犯罪本

质。无论认为贿赂罪侵犯的是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还是认为贿赂罪侵犯的是职务行为公正性或廉洁性，

“贿赂”均是作为“职务行为的代价所赠受的不法报酬”而存在的，这一不法报酬理当“包括能够满足人

需求与欲望的一切利益” 。从贿赂罪利权交易的本质属性看，利用职务便利接受或索取非财产性利益与利

用职务便利接受或索取财产性利益本质上是一样的，故我国刑法没有理由将非财产性利益排除在贿赂之



外。再次，从我国社会生活的实情看，以某些不便计算价值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实施贿赂已成为

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一种重要手段，一些“新兴”的贿赂手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逐渐向“常规化”发展，

危害已相当严重，我国刑法应当对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及时作出适当的反应。 最后，从国外立法潮流看，

由于各国日益认识到腐败对经济、社会与法治的严重危害，严惩腐败已成为各国的共识，严惩腐败的理念

表现在刑法上，就是各国均扩大贿赂的范围，认为贿赂不仅包括财产性利益，而且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如

根据《意大利刑法典》第317条、第318条、第321条，贿赂是指“钱款或其他利益”；根据《法国刑法典》

第433－1条、第433－2条，贿赂是指“奉送、许诺、赠礼、馈赠或其他任何好处”；根据《德国刑法典》

第331条、第332条，贿赂是指“利益”。此外，瑞士、日本、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家均作了类似的规定。 

    其三，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限制。《反腐公约》在规定公职人员受贿时，只是要

求公职人员索取或收受贿赂，“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而我国刑法则规定构成

受贿罪，不仅要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收受贿赂，而且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为他人谋取利

益”的附加要求，与《反腐公约》规定的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不符，而且徒增歧义。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

论界与实务界都在因“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争论不休。虽然目前多数人都认为“为

他人谋取利益”应作为客观要件，但在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理解上又意见频出。尽管有学者从完善刑

法的角度出发，对“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了最广义的解释，即“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一种许诺即可，既

不要求行为人有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更不要求行为人实际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笔者认为，学者的

这种解释正是认识到我国刑法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规定“为他人谋利益”的缺陷，不如将来在刑法修改时

取消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限制。受贿罪的本质就是利权交易，反映这一本质的客观要件只需要两

个：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收受贿赂。至于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是否实施了为他人谋利的行为，是否

打算为他人谋利，均不需要在受贿罪的构成中考虑。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利益”的规定，既避免了因

此而生的不必要争论，又符合对受贿罪的本质理解，同时还与《反腐公约》保持了一致。 

    4．将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由“公共财物”、“公款”扩大到一切“财物”、“资金” 

    如前所述，《反腐公约》在规定公职人员贪污、挪用犯罪时，并没有限制财物、资金的所有权性质，

只要是利用职务进行贪污、挪用的，不管财物、资金的性质如何，都构成贪污、挪用犯罪。这一规定是合

理的，符合公职人员贪污、挪用犯罪的本质特点。因为公职人员贪污、挪用行为的本质特点就是公职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贪污、挪用财物，危害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财产本身的权属并不重要。我国刑法将贪污

罪、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限定为公共财物、公款，不仅不符合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本质特征，而且容

易造成司法实践中不必要的认定困难与理论上的争议。如对于受国有公司委派到某股份制公司从事公务的

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公司财物的，理论上和实践中就存在较大的定性争议。有学者就主张应根据该

股份制公司中国有股所占的比例来定性，国有股占50％以上的，行为人侵占的财物就是公共财物，构成贪

污罪；国有股占50%以下的，其财物不属于公共财物，不构成贪污罪；还有学者主张，应根据行为人的身份

来定性。纷争的出现，皆因我国刑法不当地将贪污罪的犯罪对象限制在公共财物而引起。 

    笔者认为，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财物或挪用资金的，就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国

家工作人员并未利用职务便利而侵吞、挪用财物的，即使是公共财物，也不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认

定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根本依据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职务便利，至于被贪污、挪用的财产本身的权属

并不重要。因而，从完善刑法的角度看，我国刑法应取消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犯罪对象的限制，将贪污

罪、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由公共财物、公款扩大到一切财物、资金。 

     

    注释： 

    銆€万霞：《反腐全球化》，载《世界知识》2004年第1期，第61页。 

     《国际反腐公约将生效 缺席审判如何终结外逃贪官》。Http://news.sina.com.cn/c/2003-10-

13/08051908206.shtml (visited on Jan.5,2004).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高级别政治签署会议》。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tyfls/xwlb(visited on Jan.5,2004). 

    銆€具体详见《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8条。 

    銆€这8个条文分别是第15条（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第16条（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

罪）、第17条（公职人员贪污、挪用或者以其他类似方式侵犯财产）、第18条（影响力交易）、第19条

（滥用职权）、第20条（资产非法增加）、第21条（私营部门内的贿赂）、第22条（私营部门内的侵吞财

产）。具体内容详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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